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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产与大市场:自由市场开放前后
上海中药材采购研究(1956—1958)*

周 永 生

〔摘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调整了商业政策，开放自由市场是前期政策调整的延
续。为缓解中药材供应的紧张状况，自由市场开放前，上海国营药材公司广泛组织合营商人采购，增
加了药材供应量; 自由市场开放后，药材供应紧张状况进一步缓解。药材供应虽有改善，但市场开放
的效应外溢，导致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内部分化，产销间矛盾加剧，外部采购成本提高及内部协调难度

加大。同时，众多公营主体参与自由市场和黑市竞购，成为影响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基于工业化战
略下维护国家资源汲取体系及其相关力量的需要，国家选择将不易控制的外部因素内部化，再次强化

了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对药材资源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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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Local Products and a Big Market: A Study of the Procure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 Shanghai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a

Free Market ( 1956－1958)
Zhou Yongsheng

Abstract: Whe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was essentially completed，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justed its business policy to create a free market as a continuation of its former policy change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ere in short supply before the creation of a free market，relying on the Shanghai State
Herb Company to ease the situation by inviting joint-venture merchants to increase their purchases． The creation of
a free market mad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uppl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But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market opening also led to internal divisions among state and co-operative businesses，rising conflicts be-
tween the places of origin and sales，higher external procurement costs，and more internal coordination difficulties
for state and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In the meantime，market order suffered from the strong involvement of pub-
lic market players in both the free market and the underground market．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policy makers
chose to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 factors by strengthening control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esources by state and
co-operative commercial entities． The choice of such a policy was rooted in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re-
source extraction system and its associated forces under the establishe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商品的自由流通和交易，1949 年后多次开放的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力量的诸多
制约。近年来，学界关于 1949 年后的自由市场问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自由市场政策实行伊始
被认为是中共缓解城市物资供应和农民生存压力的重要对策，政策的最终退出除意识形态因素外，

还受国营与合作社商业 ( 以下简称 “国合商业”) 、税务部门与部分商贩利益损失影响。此外，论者
还关注到市场上各利益主体的经济理性与市场弹性问题。① 新近的这些研究并不否认 1956 年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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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开放具有构建 “大计划、小自由”的市场体系的意图，而是在此基础上丰富了我们对自由市场
政策的工具性、策略性及新市场结构内在张力的认识。不过，既有研究对自由市场政策的跨区域实
践、结构张力下国合商业的内部关系和市场角色及其影响等的考察相对较少，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中药材①是小土产中品种繁多、地域性强的门类，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相比，经济价值

虽小，但属于重要的医疗卫生资源，其产地分散，讲究 “道地”，可替代性差; 供销复杂，往往需
要远距离跨区域贸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怎样把各地多样的产品 “集中起来，分配出去”，
是商业领域一个 “十分重要的问题”，② 而中药材购销正是考察这一问题的绝佳对象。本文以 1956
年至 1958 年自由市场开放前后上海的中药材采购为个案，聚焦跨区域的药材流动，借以勾勒中药
材销地的采购努力及其与产地的利益分化，揭示自由市场开放后国合商业的市场参与及导致政策收

缩的内在逻辑。

一、原有供销关系的“新”利用

1949年以前，上海已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市场格局变化较大，
但传统市场体系并未因此崩溃③，全国药材贸易网络的运作仍需依借上海枢纽性的流通能力。事实
也证明，这种能力的发挥对全国药材供应至关重要，如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曾报告，1956 年上海药材
外埠销售比重仍占业内营业额的 66%④。在外地纷纷奉行本位主义，维护自身利益时，上海强大的
药材集散功能反而成为劣势: 在药材长期短缺的状况下，产地倾向于优先完成自身计划或满足本地

需求，像上海这样的销地比较被动。且上海本地几乎不产药材，其 80%以上的药材资源常年需从外
埠调入，1958 年江苏 10 县划入上海后才开始大量引种和收购本地药材⑤。此外，上海当时有着全
国最大的制药与食品加工业，两者均消耗大量药材，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上海的药材采购负担。
社会主义改造前，上海小土产采购环节衔接比较紧凑: 一般由零售商向批发商进货，批发商下

乡采购或委托产地代理行收购，产地坐商、代理行向农民收购。其中多数小土产由代理行收购，自
行下乡采购者较少。但药材业比较特殊，采购需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自行下乡采购者反而较多。⑥

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原由私商运作的商业网络在改造过程中受到严重破坏，国家通过控制批发环

节逐渐主导了商品流通，中药材等小土产名义上成为产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的商品。
然而，一些小土产却因这些机构力量有限导致有货而无人收⑦。在中药材采购领域，国合商业也无力
完全取代私商。据统计，1955年 7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营的药材品种只有 105 种⑧，而各地药铺
备存的中药材一般在 300种到 500种之间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加强，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上物资供应的紧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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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自由市场及自发工场的情况了解报告》 ( 1956 年 8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48－2－
1759。
《工商政策的传达报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天津某粮管干部工作笔记摘编》 ( 二) ，东方出版中心，
2018年，第 116页。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中药编》编写组: 《中国中药大事记 ( 1949—1983) 》，1984年印行，第 36页。
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 《中药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药学通报》1953年第 7期。



况呈加剧之势。从中央层面看，高层对短时间内大规模改造的后遗症有着清醒的认识。为舒缓快速改
造对物资供应构成的冲击，国务院为大合营后企业运营与市场管理预留了半年左右的缓冲期，强调这

段时间内，私营工商企业继续按原有制度或习惯生产经营，原有的供销关系也应保持，① 实际上已开

始调整工商业政策。
就上海而言，1956年 1月 20日，全市药材业 146户、从业人员 1020人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②。

但在看似完成的改造背后，上海药材的供应状况却很不乐观: 中医配方不齐，部分丸散膏丹无法配制，

停工待料的情况相当严重③。由于上海成药和食品生产数量大，可消化或转移部分成本，故而即便价
格上涨，上海也有动力大量采购药材。
药材采购方面要保持原有的供销关系，上海方面的具体做法即包括延续之前公私联购的办法，再

次调用私商的采购经验和市场网络。虽然农业集体化和各地商业改造后，合营私商原有采购网络遭到
破坏，个体的市场直觉、冒险精神等被削弱，但私商们具有专业的药材鉴别知识、宽广的信息渠道以
及丰富的购销经验，仍能发挥很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公私合营后他们所在药行的社会性质发生了
很大变化，已被认为是“国营公司的所属单位”。④

为尽快缓解紧张的药材供应状况，在国营药材公司推动下，上海的采购力量很快投入到药材的

“深购远采”，甚至部分销售力量也加入了采购队伍。从 1956 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
公司组织了川汉、西淮、南广、山浙 4个草药采购组，共计 49家药材批发商参加，先后派出采购人员
45人，分别深入 13个省和 1个自治区。⑤ 后来，外派采购人员增加到 70 人左右，采购也深入到各专
区、县、乡镇的基层产区。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当时尚在计划派员前往外，国内绝大部分地区都有
上海采购人员的身影。⑥

外出采购的成效证明了合营私商采购经验和市场网络的重要性。1956 年 4 月以后，公私合营企业
中药材到货逐月增加，二季度到货总额比一季度增长约两倍。采购到药材 383种，其中 38种是当时供
应紧张或经常脱销的品种。如食用和出口量大、药用经常不足的甜杏仁，5 月份由合益药行私方人员
通过当地旧有关系，在陕西华县采购了 1000余斤，可供应上海市场两个半月。不仅如此，合营药材商
下乡采购，还打通了某些药材“产地积压、销地脱销”的人为阻塞。如上海一度脱销、使用广泛的草
药荆芥，德丰、宝源两药行在浙江萧山一个农业生产社购到 6000斤。据反映，因当地不收购，这批荆
芥积压已近两年，有的农民甚至准备当柴烧掉。⑦ 采购之外，合营私商还为国合药材商业部门提供了
产区药材市场信息，成为它们的“千里眼”“顺风耳”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部门市场信息获取方
面的短板。
当然，国合商业也为合营私商提供了一些帮助，如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就曾消化仁丰、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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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采购报道》时不再重复列出所属档案信息。
《上海中药大事记 ( 1949—1983) 》，第 14—15页。
《1956年 7—8月药材采购工作总结: 上海市中药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张善章在采购总结会议上的报告》，《采购报道》
1956年 9月 28日。
《关于药材、水产的货源供应问题———赵体润代表的发言》，《解放日报》1956年 8月 23日。
《采购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10日。



福昌泰等行商积压的存货，缓解其资金压力①; 还曾联系上海市商业局为美廉药行赴黔西采购开具证

明，并转请有关方面批给运输吨位，协助其将搁置在万县的药材运回②。国营药材公司为合营私商搭
桥铺路的系列举措，客观上强化了对合营力量的控制。自由市场的开放对小土产等商品流通十分重要，
但在市场开放前，合营私商的采购实际上已缓解了部分供应压力。由此可见，结合行业特点，在国营
商业领导下充分发挥合营力量的经营优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虽然药材采购量有所增长，但外部的大环境仍有不少限制。如上海久和永药行在巢湖采购好中药

材木瓜后就被当地阻止出境③。虽然陈云早已要求各地纠正市场中一切管理僵硬和地区间相互封锁的
办法④，但现实情况是，上海外出采购仍遇到不少阻碍，且相关措施明显超出当时对“管理药材”⑤ 的
相关规定。由此可见，虽然计划经济体制有集中统一的优势，但地方间相互封锁的现实，仍表明其在
地方层面面临着权力碎片化的困境。
为缓和与产地的矛盾，上海方面尽量避免冲突，鼓励采购人员采办药材力求双赢。上海方面的谨

慎和互利举措，在自由市场未开放前确实收到过善意的反馈，一些地区欢迎上海的采购力量，称他们

为“专家”“老法师”⑥。但能否顺利购得药材，关键仍是让产地得利。故而，上海国营公司时常提醒
合营私商，采购中不能违反政策，要服从产地部门管理，以争取他们的照顾⑦。应当看到，自由市场
开放前，药材采购量虽有增加，但短缺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如上海市新成区国药业即因业务发展迅

速，供应要求更为迫切但一时无法满足，并估计情况将继续恶化⑧，药材供应问题的继续改善仍有赖

市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二、药材自由市场的开放与收缩

开放自由市场延续了前期商业政策的调整，它是国家通过放宽政策，改造流动性弱的计划体制，

使商品与其他非国合商业主体建立联系，以拓宽流通渠道的办法。针对市场上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

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以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⑨。这使得 1956 年自由市场的开放具有了
探索新市场结构的意涵。即便政策效果具有刺激生产、增加供应的工具面向，但宣布探索 “主体—
补充”的新市场结构，仍表明此次开放并非只是对自由市场的策略性利用，不宜以后来政策的退出
作为对其定性的全部依据。
针对价格问题，陈云曾以中药材供应为例向党内同志说明他对自由市场开放后价格变动的看

法。他认为若干种中药材价格猛涨，说明国合商业没有能力独家购销小土产。允许一部分小土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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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大力照顾合营企业采购资金》，《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10日。
《采购工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27日。
《采购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10日。
陈云: 《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 7月 1日。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分级管理，即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由国家委托国合商业收购的二类物资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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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划管理的品种外，各省、自治区还有各自管理的品种，存在管理品种越多越好的偏向。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
部编: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 138—139页。
“专家”“老法师”等赞誉同合营私商长期的行业经验与知识技能有关。参见《市药材公司布置第四季度工作计划》，《采
购报道》1956年 10月 22日。
《把采购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27日。
《本市国药店业务普遍繁荣迫切要求供应货源》，《采购报道》1956年 8月 10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33页。



由采购、自由贩运，价格上涨是暂时现象，且这种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而实现供需平衡。① 从对
价格变动一定程度的容忍来看，中共高层对开放自由市场后国合商业利益受损有所预期，因为本质

上，开放自由市场就是国合商业在迅速扩张后退出一部分领域成为自由市场的活动空间，让出一些

资源成为自由市场上流动的商品，其利益受损是必然的。更何况中药材生产和购销较为分散，国合
商业当时并无力完全经营，而国合商业这方面长期的能力短板，也决定了中药材等小土产的自由购

销将长期存在②。
实践证明，按照中央政策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对习惯于行政管制的各地政府而言是一

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自由市场是中央定政策、地方依据各自情况择机铺开的，自 1956 年 7 月至
11 月，先后有 11 个省份开放了自由市场③。虽然限制仍多，如 “管理药材”并没有放开，但各地
开放自由市场，对上海采购 “管理药材”以外的品种还是提供了很大的政策空间。
此时，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对合营私商采购作了相应调整，副经理单裕民在传达相关指示时提出，

必须坚持深入国营、合作社的基层单位收购药材; 同时特别强调除了国合牌价外，行商、坐商的市价也是
合理的④。对新出现的交易空间，单裕民要求在产区的采购员发挥 “独立作战”的能力，根据原则
“自行定价”，适当提高品质优良的药材之价格，尽量争取货源⑤。之后，上海国合商业增派人员下乡，
远赴贵州、云南等地，利用市集、庙会，跋涉山区直接与药农见面，鼓励农民采挖药材，外派采购员
从 10月以前的 97人增加到后来的 216人⑥。自由市场开放后，上海药材来货渠道大为扩展，除了国营
内部调拨外，还有国营采购组、公私联购处、合营药材行及农民、商贩来货等重要渠道⑦。如针对农
民、商贩的上门药材，上海可以挂牌坐收，除当时中央掌握的十几种“管理药材”不能收购，理论上
其余药材都可放开，因之上海方面很快便决定挂牌收购 49种紧缺药材⑧。
整体来看，自由市场开放后，上海药材采购量增长明显。1956 年上半年合营企业采购金额平均

每月 9 万元，下半年平均每月 40 万元，是上半年平均数的 4．44 倍，其中 11 月最高达到 60 多万
元⑨。而且，随着市场逐渐放开，第四季度采购总值 174 万元，又比第三季度 66 万元增加 1 倍多，
到货品种从原来每月 200 多种扩大到 500 种左右。不仅如此，挂牌收购后，毗邻地区的农民及小商
贩来货逐渐增多，减少了省、专区、县供销社等转运环节，脱销药材从 35 种减少到 19 种，有些长
期紧缺的药材如儿科常用药材僵蚕等，也恢复了供应。�10 到 1957 年一季度，脱销品种再减为 10 种，
紧张品种减为 28 种。有些药材因流转畅通而价格下降，如黄芩、柴胡等市价低于国营公司调拨价
约三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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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药材自由市场情况和问题的材料》 ( 1957年 6月 18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
1－1005－20。
《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后药材采购呈现活跃景象》，《采购报道》1956年 10月 22日。
《一年来采购工作的回顾》，《采购报道》1956年 12月 29日。
《张善章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从开放小土产自由市场谈中药供应情况》 (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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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市场开放后的药材采购，多方评价积极。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副经理张善章 ( 原私
营元康药行老板) 在总结 1956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采购工作时，肯定了自由市场下合营私商发挥了
很大作用①。国营方面还表扬了一批合营采购人员，如 1956 年第四季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除卢湾
区外，药材业得奖的职工和私方人员共计 73 人，其中从事采购的更是达到 50 人，占比近 70%②，
表明国营药材公司对自由市场开放后的药材采购情况应是满意的。
从全国层面看，中国药材总公司也认为自由市场减少了商品流通的障碍，活跃了地区和城乡交

流，对发展中药生产、增加品种、缓和供应等，起到很大作用。据其观察，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全
国大部分地区的药材供应品种、数量显著增加，紧张情况有所缓和。其中，上海取得的成果尤为显
著，通过自由市场购进了 75 种约 42 万余斤长期供应断档的药材。其他地区外出采购或流入的品种
最少者也有 50 种左右。广东省脱销的秦艽、款冬花等药材陆续上市，该省出产的地龙、紫苏叶等
上市量也有增加。湖北利川 1956 年 8 月脱销药材 121 种，以后降为 17 种。比较普遍的反映是: 过
去收不到的品种，在自由市场上出现了; 长期断档的药材减少了，一些积压的药材也通过自由市场

找到了销路。如福建原产但长期脱销的桑白皮，浙江金华收购不到的商陆，湖南长沙长期买不到的
安痛藤、琥珀、乌梅等，自由市场开放后都有到货。浙江诸暨在没有放宽市场管理前，当地出产的
药材也经常脱销，自由市场开放后，该县 126 户中药店与药农恢复了原有的购销关系。鉴于市场开
放效果良好，各地国合商业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改进系统业务。如广西召开了商业系统业务改进会
议，会后许多县药材公司又分别召开了供销社、合营店、联诊所、小商贩的座谈会，改进工作以扩
大收购。自由市场还降低了许多药材的价格，有些地区小商贩贩运的药材，价格低于国合商业内部
的调拨价，如有小商贩由山西运到河北邢台的灵芝，每斤售价 0．36 元，比当地调拨价低 55%，黄
芩、柴胡低于调拨价 30%左右，其他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由于销货变得顺畅，农民生产、
采集药材的积极性也相应提高。陕甘两省交界的长武、正宁一带农民积极生产秦艽、小茴香等药
材，陆续运到市场出售。③

自由市场虽已开放，但很多药材仍是地方国合商业的 “独家资源”和提高本地购销优势的重要
筹码，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倾向明显，销地采购往往被产地认为于己不利。例如，自由市场开放
前，南宁地区掌握收购的药材品种一度减为 12 种，但市场开放后，反而扩大到 38 种，连长于山野
间的铁皮石斛、钩藤及冷门零星药材木蝴蝶等都被列入掌握收购范围。再如，广东惠阳盛产石决
明，上海合营商下乡与惠阳水产公司发动渔民收购，但货到上海经媒体报道后，惠阳管理部门就提

出上海方面到惠阳采购是 “你们优点，我们缺点”，不准上海方面再去收购。短缺之下，有些产区
把当地所产紧缺药材作为筹码的倾向越发明显，要求外地以货易货，且现象普遍，已成风气，这让

作为销地且本身几无药材生产的上海采购药材更加困难。④

高度管控的经济体制下，自由市场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易被 “放大”。除了市场上出现药
材掺假、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外，价格上涨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各地争议的焦点。按当时河
南、浙江、广西、陕西、河北、辽宁等 11 个药材市场的资料，紧张商品牌价、市价脱节的幅度从
25%至 300%不等。由于牌价、市价的差价大，不少农业合作社选择远途运销短缺药材，湖南平江
从 1956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有 120 个农业社向河北、山西等地运销白术; 河南的生地，浙江
的贝母、白术，陕西的白芷，也出现远途运销的情况，影响了国合商业的药材采购与省际供应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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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导致国营公司与农业社、产地公司与销地公司、下级公司与上级公司间都有不少意见。但
整体来看，中国药材公司认为开放药材自由市场是一项新的工作，短期内发生一些问题难以避免，

因而肯定药材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①

然而，国合商业体系对重要药材的购销优势还是要维护，1956 年 11 月 14 日国务院发出指示，
要求各地不得自行提高国家统购的农产品和委托国合商业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②。如果
不能提价收购，那么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大概率要在计划任务完成后才能自由采购，而一旦收购

计划偏大，自由采购便成了 “无期徒刑”③。这种制度设定，大大增加了上海采购药材的难度和交
易的不确定性。面对国务院的指示，上海国营方面要求合营私商在各地收购价格尚不稳定时，暂勿
向外发信报价; 同时立即拍电报给各产区采购员，要求他们服从当地领导，不能抬价。由于收购受
到一定限制，为了完成任务，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选择向各地增派人员，在药材集散重点地区

成立采购小组，加强货源组织。④

1957 年 2 月上海的采购到货数，相较 1 月显著减少。到货减少，可能与春节期间农民来货稀
少、部分采购员回沪过节有关⑤。但联系到后来采购量续有收缩，可以认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收紧影
响了药材采购。舆论转向也昭示了这种变化，当时的报章 “对于管的方面讲得多了一点”⑥。但整
体来看，自由市场的开放对药材采购仍有正面的促进作用，1957 年 4 月上海对外埠销售药材 64．2
万元，仍在发挥 “百年来形成的集散”作用⑦。
由上可见，自由市场开放后上海整体的药材采购量大为增加，进一步缓解了紧张的供应状况。

但由于部分药材一时难以增产，短缺下自由竞购的市价往往超过国合商业的调拨价，无形中增加了

国合商业的外部成本。为了维持国合商业的竞争优势，国家对自由市场政策作了调整。此外，自由
市场的开放也加剧了内部分化，与之相关的国合商业跨区域的产销矛盾和市场参与情况尤其引人瞩目。

三、国合商业跨区域的产销矛盾和市场参与

上海传统药材业按具体业务不同，分为 “行” “拆” “客” “号”四大类，其中又以 “客”数
量为多并居全国之首⑧。跨区域的药材贸易原来主要由这些客商沟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改由国合商业主导。但国合商业主导的药材贸易在区域协调方面常存在不少矛盾，折射出国合商业
系统内部的分化及其复杂的市场参与状况。
在跨区域采购活动中，上海曾与浙江、江苏两地围绕 “管理药材”产生过较大矛盾。浙江是中

药材生产大省，该省的道地药材 “浙八味” ( 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元胡、玄参、笕麦冬、
温郁金) 是当时市场的紧缺品种。“浙八味”虽为浙江地产药材，当地供销社却发现收购不易。据
该省商业厅反映，上海市青年会九层楼和河南路如意楼茶室有较大规模的药材黑市，许多药材收购

价超过该省牌价数倍以上，引使药农远途运销。⑨

为解决双方矛盾，1957 年 5 月浙江省商业厅致函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要求上海对

·97·2022年第 4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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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各类商业单位 ( 包括合营药行、药店、行商) 进行教育，明确 “浙八味”已列为统一收购药
材，凡非政府核准的均不得到浙收购，或用各种通讯方式及高价引诱浙农远途运销。浙江还点名上
述影响较大的茶楼黑市，要求上海取缔。自由市场开放后，很多商品供不应求，掮客、黄牛等中间
人十分活跃，许多茶楼、旅社又成交易空间。大量已回乡的 “中间人”返回城市谋生，甚至有些已
被改造的 “中间人”，白天是国营机构职工，晚上却当掮客。① 他们活跃在茶楼等场所引购紧俏物
资，自然容易引起关注。另外，浙江要求对农民远途运销、商贩伪装走私或邮包寄递的 “浙八味”，
由上海国营药材公司按产地收购价加运杂费收购，并请上海市税务局及有关部门加强车站、码头及
邮包检查，对无产地商业部门或业务单位证明之药材及时扣留、处理②。虽明知让销地配合降抑市
价不现实，但浙江仍向上海方面提出了要求。而上海表示，自 5 月份以后一直配合浙江方面管理，
但贩卖者追求高利润不愿药材被收购，另行运销外埠或在上海市内自由市场转售，还有的先在市内

隐蔽地点谈妥交易，再到南翔、真如等地交货。故而，地区间配合管理难以发挥作用，产销间的合
理差价亦不能保持。③

不仅本地市场影响浙江药材供应，上海深入浙江的采购活动，也引起两地间的不合。当时 “采
购员满天飞”，上海方面到浙江建德专区采购山茱萸，一度有 30 多人④。由于产地部门普遍不欢迎
外地采购，上海外出人员可能隐匿身份，其真实人数应该比产地掌握的还要多。
浙江以外，上海与近邻江苏围绕 “管理药材”产生的纠纷同样引人关注。江苏海门与上海一江

之隔，舟船往来，水路便利，对上海的药材价格十分敏感。自由市场开放后，海门反映作为 “管理
药材”的玉竹，当地按每担 25 元、40 元、55 元三个价位收购，上海市场的价格却为 30 元、50 元、
70 元、75 元四个级别，且每个级别对应的价格都比海门高。另据海门反映，外地个别国营公司、
公私合营单位、投机商贩曾到该地套购 “管理药材”。如国营南汇县药材公司刘姓经理，曾在海门
通过陈姓亲戚套购玉竹。海门方面发现后制止，但该经理并未罢手，而是让亲戚请人将 30 多担玉
竹扛到隐蔽港口，雇用小船偷运到了上海。上海市合营药行吴锦记在海门收购药材时，一定要有
“管理药材”才搭收其他品种。海门商贩坦言，只要有 “管理药材”，马上就会有人接洽交易。“违
法”活动日渐猖獗，起初是商贩在身上藏一点，箱子物件中裹一点，发展到后来，商贩开帆船从江
边或小港整船偷运药材到上海，以致海门方面认为加强管理也无济于事。⑤

针对一系列产销纠纷，商业部指示配合产地管理，上海方面虽表示同意，但仍希望商业部能从

销地角度审视产销矛盾。首先，上海方面认为采购过程中产地管理过死，除了药材总公司后来掌握
的 38 种药材外，各地尚有省管、区管甚至县管品种。如浙江有 “浙八味”为省管药材，但金华专
区又有佛手、枳壳、茯苓等区管药材，专区下辖黄岩县又有蝉蜕、香附、橘红、覆盆子等县管药
材，皆不准自由采购，形成层层设卡、环环相扣的局面。⑥ 其次，对产地反映强烈的价格问题，上
海方面认为事实上各地市价都较高，并非上海一地现象。如当时北京药材公司麝香牌价为每两 58
元，而市场上三个等级的麝香价格却为每两 82 元、98 元、120 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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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僵化和高价竞购都是国合商业系统性问题的表征。透过这些表征，可以窥见国合商业
系统内部之分化及其市场参与样态之丰富。从内部关系来看，药材问题与国合商业系统各经营主体
不履行合同、到货不足密切相关。如中国药材公司掌握的 38 种药材，分配给上海的数量就曾明显
不足。1957 年 4 月全国药材会议上，上海提出统一收购的 38 种药材全年要货金额 2036 万元，中国
药材公司只分配了需要量 1 /3 左右的药材。“管理药材”分配不足直接造成了上海部分药材脱销断
档。中国药材公司协调能力欠缺，有些产地就不完全执行产销合同。如河南 1957 年二季度应交上
海山药 220 担，实交 10 担; 应交怀牛膝 17 担，实交 8 担。河北二季度应交上海酸枣仁 40 担，结果
全部未交。产地不执行合同，不一定是外地采购影响产地货源，而可能是产地在打自己的算盘。如
上海与浙江 1957 年二季度订有浙贝母合同 100 担，浙江方面声称无货只交 82 担，而宁波采购站却
在 4 月份到上海推销，售给合营义兴厚药行浙贝母 300 斤、元胡 600 斤，同时搭售野菊花 2800 斤、
乌药 2000 斤以及其他药材若干。① 因而，实际可能并非产地无货，而是当地药材部门拿紧俏药材作
搭售滞销药材的 “武器”，最大化自身利益。此时国合商业之间的协调已退居次席，部分药材资源
计划化难以推行，市场化又遇阻碍，各地围绕紧俏药材的行政化②操作愈发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各地国营药材机构在自由市场上普遍的高价竞购行为，成为影响市价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在浙

江东阳玉山区供销社，中等白术 1956 年平均收购价每担 134．8 元，但河北省供销合作社邯郸专区办
事处土产收购站收购价却为每担 490 元。由于地区差价悬殊，靠政治教育及市场管理解决不了农民
的远途贩运问题。当地农民反映，“政府的地区收购价格如果不相差这么大的话，我们也就根本不
会去远途贩卖。这主要是你们政府自己内部的矛盾”。③ 河南温县的农民也质问当地供销社干部:
“你们说生地、山药是国家统一收购的商品，我们运到外边，也还是卖给国家，并没有卖给美国，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④ 远途运销利润丰厚，但农民到外地、城里卖药材实际上困难重重: 社会主
义改造后，货栈、大车店、代理行和交易市场大多转业或被淘汰，农民进城有时找不到适当的交易
场所和机会。许多人无处安身，流浪街头。⑤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趋利而往，向难而行。
黑市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上海市场具有集散功能，故而在上海药材黑市活跃的采购者并不

只是上海方面的人员，外地药商甚至国营药材公司也参与其中。如北京市药材公司王姓采购员，曾
通过上海黑市行商先后以高价向温州农民购进温郁金 2824 斤⑥。给商业部的报告中，上海方面亦表
明黑市参与者包括兄弟公司采购员⑦。各地国营商业介入黑市的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这一 “灰色地
带”对它们有一定 “吸引力”。但在前述浙沪矛盾中，黑市被浙江方面全然表述为上海的问题。各
方都站在本地区、本部门的立场发表意见，印证了国合商业的二重性: 一方面是国家代理，另一方
面也是利益主体⑧，内部分化已相当明显。
各地国合商业基于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已为系统内部所认知。由于当时大多数商品供应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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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和机关单位派员在市场上争夺货源的情况十分突出。如上海 1956
年 9 月统计，各地到沪采购人员达 17 万人次之多。不少采购人员急于完成任务，不论质量、不计
价格，见货就收，通过掮客、小贩、儿童在零售市场上套购。采购盲目，甚至出现了同一商品两地
间往返流转的现象。① 而上海市场上活跃的 “中间人”，实际上主要是为国合商业服务，纯属私私
交易的估计只占一二成②。中国药材公司经理李生文也说，“药材市场比较乱的原因，主要是我们药
材系统互相抬价抢购引起的”，要求各级药材经营单位不要直接在自由市场上采购，而应通过当地
行栈、交易所成交③。针对公营机构之间竞购物资的现象，有人甚至提出管理原则应当是 “对内部
严，对农民宽。把内部管住，问题就不大了”④。可见，市场的 “混乱”与公营机构的竞争行为密
切相关，而这种内部争购，实际上增加了国合商业整体的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内部协调。为解决公
营单位竞购问题，1957 年 8 月 7 日国务院发出指示，对规定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两类物资，国
家只委托一定的国合商业执行收购任务，其他企业、机关和团体，不准收购⑤。

1957 年 9 月，身为经济学家和重要经济官员的薛暮桥曾建议主管部门不要用过于烦琐的审批手
续束缚商业等部门 “应有的灵活性”⑥。考虑到药材国合商业有限采购力量下巨大的供应压力，它
们参与自由市场高价竞购和黑市采购，从侧面看不仅有其自身理性，也体现了某种灵活性。上海国
合商业就曾发挥 “灵活性”到自由市场 “随行就市”，如 1957 年 4 月至 6 月，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
公司在自由市场购进全蝎、天麻、鸡内金等药材品种，金额 72871 元，亏损 56427 元，其中仅天麻
一项，即亏损 31506 元⑦。营业上虽有亏损，药材公司仍以保障供应为首要考虑。上海市商业局也
认为应向自由市场组织货源，只是在国务院提出 38 种药材统一收购后，才强调只收 38 种以外的其
他紧俏品种⑧。
虽然 “灵活性”解决了部分供应问题，但如前所述，国合商业整体的成本却提高了。药材是医

药卫生治理的重要资源，关系民众健康和中央卫生方针的贯彻，所以即便亏损，药材公司仍有一定

动力收购，但这种收购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规则约束。因为商业系统整体的亏损，直接影响国家积
累，如工商管理部门曾估计，1957 年因上海自由市场 “自发势力吃得过饱与投机违法”，国家的经
济损失就达 2000 余万元⑨。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政策似有其他选项，比如通过加征货物税来增加
国库收入，而不特别强调国合商业的利润上缴。果如此，便可为市场化留下较大空间。但当时中共
中央选择的发展战略是通过国家汲取资源以推动工业化，为此国家必须 “掌握为实际推行这种战略
所需的行政力量”，故而国家不愿降低其已掌控的 “高效率的汲取体系”的运转速度，也不愿让推
行其战略的 “行政力量”利益受损。�10 从自由市场政策构想开始，国家希望看到的就只是一个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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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材公司填报的 1957年 4—6月已在自由市场购进品种统计表》 ( 1957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3－
1160－40。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 1957年第 3季度向自由市场所进的十三种药材亏损问题的意见》 ( 1957 年 7 月) ，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B123－3－1160－42。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对自由市场管理的概况 ( 讨论稿) 》 ( 1958 年 5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052－30。
打造排除中间人的高效资源汲取体系，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须面对的一项根本性议程。参见〔美〕孔飞力著，陈兼、
陈之宏译: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 73—102页。



解决难题的作为助手的自由市场，而不是一个与之竞争资源的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开
放效应复杂，大大超出了政策原来的预期。可见计划经济主导的 “主体—补充”的市场构想在既定
的发展战略面前，实现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由药材自由市场的事例可见，政府本意通过自由市场解决药材供应问题，但市场开放的效应外

溢，影响到药材国合商业的利益及其资源掌握。根据上述分析，将不易控制的外部因素内部化，强
化国合商业的资源控制很容易成为政府的政策选择，其根源在于既定的工业化战略要求维护国家的

资源汲取体系及其相关力量。其副作用也很明显，随着自由市场政策的退出，很多物资再次出现供
应紧张的情况。药材自由市场的关闭与后续的药材采购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小土产的中药材，其自由市场随着大环境的变动而改变。上海药材自由市场的关闭无确切

时间，但药材交易所的重设与废置，可以看作上海药材自由市场衰微和最后关闭的标志。药材交易
所重设为各方交易提供了空间，也为上海方面 “消灭集中管理上的空白点”提供了有力抓手①。
1957 年 8 月 19 日上海药材交易所恢复，有效制止了高价拦收、套购牟利等 “投机”活动②。高价
被 “消灭”，但进入交易所的药材量也在减少，交易额从 1957 年 8 月的平均每天 1．5 万元降为 1958
年 2 月的平均每天 1000 余元③。1958 年全年成交金额只有 455058 元，1959 年前 9 个月只有 78569
元。成交品种减少，后来大部分药材由上海市药材公司收购，所内人员也由 12 人逐步减少到 2 人
或 3 人。交易所的牌子虽未摘掉，却只附挂于药材收货处一个仓库里。至此，除了一些市场管理活
动外，交易所实际上已与药材收货处合并，业务几近尾声。④

与药材交易所逐渐丧失交易能力、自由市场渐趋退出相伴随的，是国营药材机构的重新扩张和
市场干预的加强。自由市场开放后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改前期让步态度，强调自由市场
不是农民和商贩独占的市场，国合商业应积极参与，以自身经济活动指导生产和领导市场⑤。国合
商业开始大力扩展跨地区的商业网络，完善各层级商业网点。上海药材合营批发商亦由药材公司扩
网吸收，完成改造⑥。1958年 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百泉、樟树、安国等三个全国性药材交流会，
通过复兴传统药市以便落实药材公司制定的药材生产、调拨计划⑦。这些举措都加强了国合商业对
药材资源的掌控。之后随着公社化高潮的到来，国营机构控制药材生产、购销的局面很快便形成了。

四、结 语

中药材因其品种繁多、购销复杂，国合商业只能部分经营，药材短缺长期无法缓解。1956 年开
放自由市场前后，上海方面利用合营私商和自由市场开放政策，大大增加了药材供应量，但上海与

一些产地围绕药材采购产生了诸多矛盾，表明市场开放的效应外溢，无形中增加了国合商业的外部

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其内部协调难度。在计划化不足、市场化遇阻的情况下，紧缺药材呈现出行政
化加剧的趋势。同时，众多公营主体参与自由市场和黑市采购，成为影响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为
解决这些矛盾，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将外部因素内部化，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合商业的药材管控，

药材自由市场政策随之收紧。从上海药材交易所的重设和悄然关闭来看，政策收紧导致了药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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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对自由市场管理的概况 ( 讨论稿) 》 ( 1958 年 5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052－30。
《药材市场正常活跃》，《解放日报》1957年 9月 7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对自由市场管理的概况 ( 讨论稿) 》 ( 1958 年 5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052－30。
《上海药材交易所关于药材交易管理情况的材料》 ( 1959 年 10月 1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100－106。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对自由市场管理的概况 ( 讨论稿) 》 ( 1958 年 5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052－30。
《上海药材交易所关于药材交易管理情况的材料》 ( 1959 年 10月 1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82－1－1100－106。
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 年，第 371页。



量的下降。随着国营药材机构重新扩张，药材购销也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由国合商业控制的状态。
为推动既定的工业化战略，国家特别强调资金积累、重生产而轻流通，所以自由市场的开放，

无论目的是增加城市商品供应还是缓解农民生存压力，中央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认为

供应问题最终还是要由生产来解决。开放自由市场，根本上是为了刺激生产，体现了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和计划化思维的巨大影响力。在此影响下，这次开放自由市场不会导向更大范围的市场化改
革。开放自由市场期间，商业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非全由市场开放所引发，也与国家的物
资供应本就紧张有关①，但因事关集体化的巩固和工业化战略的推行，市场开放后的张力与冲突让

新市场结构显得很不稳定，其 “负面”影响使直接增加生产变得更有吸引力。
因此，对接国家一再强调的生产增长诉求，以计划方式推动生产上的 “大跃进”，为商业系统

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从而维护流通和消费领域的 “正常”运转，似乎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政策选
择。后来的 “大跃进”运动也就有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逻辑上的自洽。事实上，“大跃
进”时期各地中药材的 “异地引种”“就地生产”，就是通过计划增产解决药材短缺的一次尝试②。
如果开放药材自由市场的尝试能够说明国合商业欠缺使多样的药材流动起来的能力，那么此后药材

“异地引种”“就地生产”的实践则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物种移植、缩短产销空间与行政
距离的大生产方式满足各地多样的药材需求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总之，“多样性”的生产与流通对
计划经济体制构成了挑战。此外，1956 年的这次自由市场开放，表明自由市场虽然有存在的必要，
但其能否持续运行，还是取决于决策者的工业化路径选择及其对与之相关的国家资源汲取体系运转

状态和趋势的研判，这一动态视角与相对静态的意识形态归因既互为表里③，又有所区别，为理解

市场政策的变动提供了一种体制机制的思考维度。

( 本文作者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 责任编辑 朱昌裕)

① 《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简报》1957年第 2号，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3－989－37。
② 参见周永生: 《“道地”的消隐——— “大跃进”时期中药材的“就地生产”》，《医疗社会史研究》2017年第 2辑。
③ 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至少有意识形态、赶超意识、外部环境、战略安全四个因素影响着中共的经济决策及其
演变。参见萧冬连: 《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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